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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学位撤销行为在实践中引发诸多争议，高校自主权与公民受教育权之间存在现实冲突。通过对学位

撤销典型争议案件的剖析，可以从学位获得者自身过错、高校设立招生条件的目的以及学位撤销实质条

件三个方面反思高校学位撤销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实践中，类似于“一刀切”的学位撤销行为并非

是解决所有此类问题的最佳选择，或可采用暂扣学位证、给予纪律处分、纳入诚信记录等方式达到缓冲

效果。此外，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学位撤销的性质并分情形设定行为时效，明确学位条例中“舞弊作伪”

的释义为资格方面和学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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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ocation of university degree has caused many disputes in practice, and there is a realistic 
conflict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citizens’ right to edu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dispute cases of degree revocation, we can reflect on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de-
gree revo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ault of degree recipients,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enroll-
ment conditions an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degree revocation. In practice, the “one-size-fits-all” 
degree revocation behavior is not the best choice to solve all such problems, or it can be cushioned 
by withholding degree certificates, giving disciplinary actions, including integrity records, etc.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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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the nature of degree revocation should be clarified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and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should be set in different cas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fraud” in degree regula-
tions should be clarified as qualification and academic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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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国家通过各种具体措施予以保障的，在各类学校和各种教育机构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接受各种技能训练的一项基本权利[1]。我国宪法第十九条和第四十六条都涉及了公民

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受教育权依据其产生和发展的时间顺序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的权利[2]：第

一个阶段是学习机会权，是接受教育的人有权利通过学习而获得生存、发展能力的可能性，是其他教育

权利的基础和起点，具体表现为入学升学的机会权、受教育的选择权以及学生身份(学籍)权；第二个阶段

是学习条件权，是第一阶段的机会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是后一阶段的成功权实现的关键，具体表现

为教育条件建设请求权、教育条件利用权和获得教育资助的权利；第三个阶段是学习成功权，是受教育

权结束时的结果权利，按照国家教育大纲的要求，修完规定的课程并且达到相应的标准，学习者就有权

要求国家颁发学习成功的相应证明或者证书。与此同时，国家有兴办教育事业的责任和义务[3]。《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赋予了高校按照其章程实施自主管理以及对受教育者进行管理的权力，公立高等学

校有制定规章制度、学生纪律管理、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教育职能。 
近年来，公民受教育权与高校自主权之间发生冲突，因高校学位撤销行为而引发争讼的现象频频发

生。以中山大学撤销陈某硕士学位案为例 1，陈某在念大学期间就因专业课的成绩不合格被发放了肄业证

书，但为了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其在 1994 年遮盖肄业证以伪造毕业证书，最终顺利通过考试并就读于

中山大学，成功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某杂志社任编辑。直到 2005 年才被发现，中山大学因此认定其

毕业证无效并撤回学位。此后，陈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案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支持诉讼请

求，撤销学校决定；再审纠正二审，维持一审。2以此案为切入点，反思高校学位撤销行为过程中涉及的

诸多问题：陈某的行为属于何种性质？高校设定招生条件的目的为何？学位评定委员会撤销陈某学位的

性质为何？是否有针对类案的更为恰当的判决？如何理解学位条例中有关“作弊”的规定？是否存在学

位撤销以外更恰当的处理方式？以及在厘清以上问题后，能够在立法层面对学位条例、考试法的修改与

完善有哪些指导意义，都是值得研究的。 

2. 对陈某行为性质的分析 

陈某遮盖自己的肄业证书，伪造毕业证书参加考试的行为发生在 1994 年，其性质应当按照当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做出认定[4]。1988 年 5 月 15 日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处罚暂行规定》第八条已经

规定了对伪造证件骗取报名资格的考生视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2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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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2006]穗中法行终字第 422 号行政判决书。 
2参见[2007]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 4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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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的《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处罚暂行规定》第十条也规定了对学生伪造证件、证明、档

案以取得考试资格的情形应当取消当年考试资格，并从下一年起两年内不准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显然，

陈某伪造证书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行为触犯了以上规定，属于恶意欺诈的行为。笔者认为，此处的性

质界定关系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2.1. 陈某的信赖利益不值得被保护 

信赖基础的获得，如可归责于行政行为之相对人者，则其信赖不值得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

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5]。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约束着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主体不能够随意地变更或者撤

销已经做出的行政行为。授益的行政行为即使是违法的，但随着其存续时间变长，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

益也会变多。因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时间上严格限制着对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 
撤销学位的行为当然应当受到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规制，但该原则在此处发挥作用的原因应当是为

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理的信赖、维护行政机关的公信力，而本案中陈某的信赖并不是合理的信赖，其

信赖来源也不是出于对授予机关的信任，而是认为其作假行为不会被揭露的侥幸心理。受益人通过恶意

欺诈、胁迫或行贿而促成行政行为的应当排除信赖利益的保护[6]。 

2.2. 学校的审查过错不能成为阻碍学位撤销的理由 

1990 年 1 月 20 日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了在新生入学之后的三个月内，

学校应当进行复查，对复查后不符合招生规定的人做出相应的处理，对徇私舞弊的一经查实应当取消学

籍。有观点认为，中山大学应当依照规定在陈某入学三个月内对其身份进行复查并作出处理，但中山大

学并没有履行职责，并在法定复查期限过后准予陈某入学注册、参加学校学习、完成学业，应当视为对

陈某取得学籍的认可[7]。由此，陈某在入学后顺利了完成学业并通过毕业答辩，中山大学向其颁发毕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是符合法定条件的。还有观点认为，中山大学和学位申请人陈某对于学位的违法授予皆

存在过错，此时完全把责任归咎于陈某并因此撤销其学位，应当有更全面的考虑[6]。这一观点聚焦于不

能让负部分责任(甚至是次要责任)的陈某承担了整个事件的不利后果，否则对陈某而言是不公平的。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1995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八十条

规定了“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

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此处的“本法规定”不应当是仅仅代指学生没有完成修业年限或是成绩不合

格，还应当包括学位授予机关玩忽职守、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审查考生材料等情形，这种推论在修订后的

《教育法》中有所体现。中山大学本应在入学三个月内复查陈某的材料并取消其入学资格，但其未尽审

查义务，违反教育法设定的高校义务，同样是违反“本法规定”的范畴，其向陈某授予学位证书的行为

本身就是“失职”而引发的后续行为，学校的审查过错对应的应当是相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接受

处罚，其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的划分对应的应当是处罚程度的大小，而并不能成为阻碍撤销陈某学位

的理由。换言之，高校的审查过错与撤销陈某学位并不存在交叉关系，即使认为有比撤销学位更合理的

解决方案，也是基于其他因素的考量，而不能仅以高校的审查过错为理由阻止学位的撤销。 

3. 高校设立招生条件的目的 

讨论高校设立招生报名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回应本案中陈某是否应当取得硕士学位的问题。有观点

认为，陈某虽然不符合入学的报考条件，但在入学后通过了全部课程并顺利答辩，已经达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其获得学位是符合法定条件的[7]。换言之，

陈某已经具备了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学术能力，仅因其不符合招录条件而撤销其学位是不妥的。基于此类

观点，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高校设立招录条件的目的。高校设立招生录取的限制条件，是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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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为目的还是以控制质量为目的？ 
我国的研究生招生工作由国家统一实施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台详细的规范性文件。有关研究

生招生的政策本质上是社会利益关系在招生过程中具有权威性的分配，以高等教育的相关利益人和利益

关系为基础和核心。国家或政府制定、实施研究生招生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对不同研究生教育利益人的利

益进行协调和分配[8]。高校作为直接接收考生的单位，也就是招生过程中的直接利益人，也会以制定学

校内部招生计划和管理文件等方式公布本校的招录要求。但总的来说，学校的招生办法是在国家文件和

相关政策指导下制定的，招生工作的政策性远高于高校的自主性。 
在考研人数骤增不减的背景下，控制考生数量必然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但设立报考条件的初衷与核

心应当是控制质量以达到优中选优。“在学历上具有本科学历或同等学历”作为国家教育部对研究生入

学考试报名的统一要求，无论是以控制考生数量为核心，限制无基础学历的人不能参加考试，还是以控

制考生质量为核心，对已经取得基础学位的考生予以肯定并从中再度选优，其基础都是对高等教育利益

人和利益关系的合理分配，应当按照社会既定规则进行。学位本身既包含了学生的学术能力的评价，也

承载了学习经历的记录和评价[9]。本案中，若将“获得本科学历或同等学历”设定为条件 A，将“攻读

硕士研究生期间学业课程合格并通过毕业答辩”设定为条件 B，那么取得硕士学位的条件应当是 A + B。
也就是说，既定规则应当按照在符合条件 A 的人中选取符合条件 B 的过程演进，即使陈某在实质上满足

条件 B，也不能够达到获取硕士学位的要求。通俗地说，若允许仅满足条件 B 的人获得学位，将会导致

条件 A 的已有价值受到冲突；若有无数个陈某获得学位，社会选拔人才的规则适用和利益分配也将是混

乱的。 

4. 学位撤销的实质条件 

4.1. 学位撤销的法律性质 

讨论学位撤销的法律性质，关系着这类行为是否能够适用或者比照适用行政法中的相关规定，特别

是有关时效的规定。学界普遍认为撤销学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处罚[10]，而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处理

[11]。因此不能直接适用行政处罚设定的 2 年时效。相较而言，这种行为更贴近于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

行政撤销就是针对在一开始就具有违法情形或者其他不恰当的情形的行政行为进行拨乱反正，在本质上

是一种纠错。一般情况下，如果不考虑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行政撤销应当使已经做出的行政行为自

始无效，如同从未作出该行为，且由该违法行政行为所改变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状态都应当恢复原状[12]。
学位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关联着工作单位招聘人才、选任人才晋升等诸多方面，对相对人来说无异于是

一种无形的财富，即学位授予是一种授益性行政行为[13]。反之，学位撤销归属于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

但又具有其特殊性。 

4.2. 对学位条例中“舞弊”的理解 

现行立法中有关学位撤销的直接规定主要有两条，虽然为学位授予单位撤销学位提供了相关法律依

据，但针对撤销学位的具体条件都没有着墨太多。《学位条例》将撤销学位的事实条件限定为“舞弊作

伪”，《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则设定了“违反国家招生规定”或“以作弊、剽窃、抄袭等学术

不端行为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实体条件。在规范制定的层面，立法并没有对学位撤销的程序、期限

以及相应的救济作出安排，而是取决于高校的自由裁量。《学位条例》第十七条中“舞弊”一词的定义

标准模糊，对其的理解应当局限于学术层面的论文抄袭及考试作弊，还是也包括身份层面的资格造假、

道德品行不良或是其他方面，现行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解释，各高校对此的理解与适用也存在一定

程度的出入。一些高校回避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校规中对其做出详细规定(如中国矿业大学、中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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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一些高校将其限制为学术层面的学位论文不合格(如中国药科大学)；一些高校将其细化为论文未

达标、学术不端、违规取得入学资格以及违法违纪等品性不端的行为(如中国石油大学) [14]。综合以上高

校的规定以及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理解“舞弊作伪”一词： 
一是资格方面。前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对学位的定义中有“学位的授予建立在严格的科

学训练和考核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表述，实质上体现了学位具有记载学习经历、学术训练过程的证明和

评价意义[9]。高校出于在已有基础学历的群体中再度筛选学生进行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需要，在招录环节

设置报考条件，报考条件和招生考试是对入学者初次筛选的过程。而非法取得获取报考条件进而取得入

学资格和学籍不仅是扰乱高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更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做法。因此，应当将入学资格

造假纳入“舞弊作伪”的范畴内，对此类行为予以严重打击，赋予此类情形下高校撤销学位的权力。 
二是学术方面。学术方面的“舞弊作伪”又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学位论文造假。学位论文作为学

位授予中最关键的部分，其质量是能够最直接真实反映学生的学术能力和专业水平的，也是接受高等教

育后的学生被要求达到的水平。学位论文造假除了反映出学生本人品性不端外，还意味着该生自身并没

有达到获取学位的学术水平。第二，其他学术不端行为。指学生在学术论文之外，有其他学术不端的行

为，例如考试作弊、在高校要求的毕业前应达到的学术成果中造假。对于非学位论文方面的学术不端是

否应当被设定为学位撤销的理由，在学界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此处应当考虑其行为与获取学位之间的联

系，若其不端行为是获取学位的必要条件或是能够对学位的获取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则应当纳入“舞弊

作伪”的范畴内；反之，则应当通过其他规范对其进行规制或是仅能进行道德上的谴责。 
三是品行方面。德国十分注重学者的品行，即使是学位获得者事后的不端行为学校也有权以“德不

配位”为由撤销其学位。“构建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虽然只存在事前不端的学位撤销[15]，但主体的品行也是其中

应当考量的因素。有观点认为应当将道德品行不合格作为学位撤销理由，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法律是

最低限度的道德，遵纪守法、道德高尚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制定具体的规范对其进行评判。

在法治的背景下，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学位就应当被授予和存续。道德作为教育的目标之一，不应当以

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成为撤销学位的理由。 

5. 对类案处理和完善立法的建议 

5.1. 对类案处理建议 

该案一审驳回了陈某的诉讼请求，对其主张的“要求中山大学撤销其硕士文凭无效的请求”并未予

以支持[13]。二审中支持了陈某的诉求，撤销了学校的决定。再审又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纠正了二审，维

持一审。最终法院还是认可了学校撤销学位这一决定，学界对本案的裁判结果有诸多讨论，有观点认为

中山大学在撤销学位的过程中，的确存在违反正当程序的操作[16]。且在实务中应当考虑比例原则的适用，

如果有其他措施可以作为撤销学位的替代，就不应该采取影响极大的撤销学位的方式。针对类案，或可

采取以下更为恰当的措施： 
一是暂扣学位证，要求相对人补足条件。行政行为瑕疵治愈理论提出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重要理由是

该行为存在瑕疵时，若该瑕疵比较轻微，不足以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或者该瑕疵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得

到消除时，则视为行政行为的瑕疵已经被治愈。那么，原本违法的行政行为就因其违法之处已经被治愈

而应被视为合法[17]。有观点认为本案中陈某的学籍固然是有瑕疵的，但招生学校既然允许以同等学历作

为研究生报考的条件之一，就不应过分看重考生的毕业文凭和学业出身，而应充分考量考生是否已经实

际达到同等的学识水平，而入学考试成绩合格就是考生具备同等学力的最终最好的证明[7]。因此，陈某

入学考试成绩合格这一事实证明其具备考研的同等学力，且其入学之后的学业表现也说明其具备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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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力，上述事实似可视为对陈某违法获得报名资格的治愈，其学籍似可视为合法[6]。笔者对此并不

认同，如前文所述，报考学历作为高校招考条件，不仅是国家教育部的直接规定，更是对考生学习经历、

学术训练过程的证明和评价，不能仅通过招生考试的入学成绩予以补足。但在类案中，若相对人的学位

授予的缺陷条件是可以补足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学位授予机关可将其学位证暂扣，要求其补足条件。此

种处理方式适用的前提是相对人的缺陷条件是可以补足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常情形下，违法授予

所针对的受益人因现实原因都难以补足其所需的条件。二是给予相对人违纪处分。违纪处分除了其本身

作为处罚措施的效果，进入到相对人的档案记录中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处分人的现实发展。三

是纳入诚信记录。诚信记录在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个人的诚信问题不仅仅是

在社会生活中的首要价值规范，也往往成为用人单位招聘、晋升和社会各方面人才选拔的重要参考。 

5.2. 完善相关法律的建议 

一是明确学位撤销的性质，设定行为时效。有关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有观点提出非涉及不动产的

授益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的，行政机关不得撤销[18]。学位撤销的法律性质归属为行政撤销的

特殊情况，应当在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中为其设定例外情形。时效适用作为其中的关键点，也应当分

两种情况：第一，无时效限制。相对人通过故意隐瞒重要问题或对关键问题做不正确不完整的陈述、实

施恶意欺诈等其他不正当手段促成的违法授予，则应当排除其信赖利益的保护，不应当设定时效限制。

第二，设定五年的时效限制。针对情形一之外因授予机关的过错而导致的违法授予，相对人并非明知或

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授予行为违法，则应当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避免撤销权的滥用。 
二是明确学位条例中“舞弊作伪”的释义。如前文所述，因立法中对该条文的规定并不明确，导致

实务中高校的理解与适用出入很大，高校的自主权的行使与学生的权益保障也因所处高校不同而有所差

异。在立法层面，应当将其释义明确为资格方面和学术方面，使实务中的具体操作有确定的指引，同时

减少受教育者的权益侵害与争讼。 

6. 结语 

受教育权关系到公民自身的全面发展，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历来受到关注。受教育权

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要求国家在各个方面积极作为，履行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义务；另一方

面，也要求着各主体不能非法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高校撤销学位的行为与公民受教育权存在一

定冲突，反思学位撤销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细化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对现有法律规定中的缺陷

进行完善，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推进教育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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